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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采用位序钟方法，在城市群和不同规模城市尺度分析了成渝城市群城市位序—规模的时空动态

特征，并探讨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改革开放 40 年来，成渝城市群的城市位序波动较大，平均每个城市的位

序变动了 20 位。其中，特大城市位序稳定，中等城市位序上升，大、小城市位序下降，其年均城市位序变化量分

别为 0、-14.9、1.8 和 3.8 位/个。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政策和区位特征共同影响城市位序动态。特大城市的“虹

吸”效应仍然显著，而“涓滴”效应不明显。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城市人口和 GDP的比值由 1990年的 7.6和 5.4，扩

大到 2015 年的 8.7 和 9.4。2000 年以来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政策促进中等城市的位序上升。但受自然区位和基础

设施等影响，小城市位序整体下降。未来，应着重培育绵阳和南充等大城市，向上承接特大城市的扩散转移，向下

辐射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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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城市群是国家重点建设的中国第四大城市群，准确认识其城市规模动态是城市群协调发展和合理规划的重要前提。现

有的研究大多关注城市规模的宏观分布，难以揭示城市个体在城市群演化过程中的作用。城市位序—规模关系是指城市规模与

按城市规模排列的城市位序之间的关系[1-2]。一般认为，城市位序—规模总体上保持着较稳定的关系，服从幂律分布[3-4]，但随着

城市的发展，城市体系内每个城市的位序和规模在不断地变化，而这些变化是难以通过幂律分布揭示的[5-6]。所以，研究城市个

体的位序—规模变化不仅有助于理解每个城市在城市体系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而且在实践上可指导不同规模城市的协调和可持

续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成渝城市群已发展成为中国中西部最大的城市群，是仅次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的国家重点推

进建设的中国第四大城市群[7]，也是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点与纽带[8]。2020年，中央提出成渝地区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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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圈建设，“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打造

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目前，成渝城市群的城市位序—规模分布虽然整体呈现“核心—边缘”的

集聚分布
[9]
，但中小城市的位序变动很大。例如，1980—2015 年，龙泉驿的城市建成区规模从第 75 位升到第 8 位，上升了 67

位，而叙永的城市建成区规模却从第 34位降到第 102位，下降了 68位。此外，2016年发布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2030

年）》也强调城市群大城市发育不足，无法分担特大城市的职能，带动中小城市发展[10-11]。因此，从城市个体角度准确揭示城市

规模动态，引导成渝城市群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可为国家“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已有一些学者利用城市规模分布指数刻画了成渝城市群城市规模的宏观分布。例如，李小浩通过城市首位度、基尼系数和

Zipf 维数等指标，采用城市非农人口数据，分析了 2000 年以来成渝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情况，认为其基本符合 Zipf 定律[12]。

钟海燕综合使用城市金字塔、首位度和位序—规模法则，采用 1998—2012年非农人口数据，对成渝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特征进

行了研究，认为属于双核首位分布型[13]。曹跃群等采用 1990—2008年非农人口数据，对成渝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进行了实证研

究，认为城市规模分布变化波动较小，有趋于集中分布的趋势[14]。上述研究为认识成渝城市群城市位序—规模动态提供了很好

的基础，但在以下两方面仍需进一步改进。第一，城市规模分布指数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仅能揭示城市位序—规模的

宏观分布，难以揭示城市个体在城市体系演化过程中的作用与机制。第二，由于以上研究大多采用城市非农人口表征城市规模，

所以研究时段多集中在 2000年之后，但非农人口数据也存在统计口径多变和长时间序列不可比的问题。因此，对于改革开放 40

年来成渝城市群城市个体的位序变化过程和原因仍缺乏一个清晰的认识。 

位序钟方法为理解城市个体的位序—规模动态提供了新的视角[15]。长期以来，城市首位律、城市金字塔和 Zipf定律被广泛

用于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整体情况，但难以揭示城市个体在城市体系演化过程中的作用[16]。为此，Batty提出城市位序钟方法，

并利用这种方法理解城市位序—规模时空演化的机制[1,5]。位序钟利用城市位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侧重于从城市个体的角度出

发，自下而上从不同时空尺度来分析每一座城市的位序和规模变化，进而理解城市规模分布的原因。该方法已被成功应用于理

解中国城市位序—规模动态的研究中。例如，刘妙龙等引入位序钟理论，探讨了 1950—2005年中国城市规模的演化过程，认为

中国特大城市的规模变化较小，城市位序稳定[16]。Huang 等结合位序钟和帕累托指数，分析了中国 1992—2008 年城市位序—规

模的动态，认为结合两种方法可以识别出中国城市规模发展的重要转折点[15]。此外，本研究采用订正后的城市建成区数据，有

效克服了城市人口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和不可比的问题，为分析成渝城市群过去 40年的位序—规模动态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本研究的目标是从城市个体角度，分析成渝城市群改革开放 40年来城市位序—规模动态特征。首先，采用位序钟方法，分

析城市群和不同规模城市的位序—规模动态特征；然后，探讨城市群不同规模城市位序变化的原因，并对城市群的发展提供建

议。本研究可以为成渝城市群城市体系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1 研究区和数据来源 

1.1研究区 

研究区涵盖整个成渝城市群，位于中国西南地区（图 1）。成渝城市群是长江上游的经济核心地带，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平

台、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以及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示范区。成渝城市群以成渝经济区为依托，以成渝两市为双核，总

面积 18.5 万 km2,2014 年常住人口 9094 万人，GDP3.76 万亿元，分别占全国的 1.92%、6.65%和 5.49%[11]。本研究中，成渝城市

群共有 109座城市，其中四川境内有 88座，重庆有 21座。参考 2014年《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及已有研

究[17]，利用四川省和重庆市 2018年末城镇常住人口数据，将成渝城市群分为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四类（图 1）。

根据这一划分标准，成渝城市群有重庆和成都 2 座城镇常住人口超过 500 万的特大城市，绵阳、万州和自贡等 8 座城镇人口在

100～500万的大城市，合川、内江和长寿等 15座 50～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以及简阳、梁平和芦山等 84座人口小于 50万的

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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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从遥感影像提取的城市建成区面积来表征城市规模，统计的范围是市域。城市建成区的定义是指人工要素（包括

道路、建筑、跑道和工业设施等）所占比例超过 50%的土地[18]。1980、1990、2000、2010和 2015年五期城市建成区数据来源于

对刘小平等[19]提取的全球城市建成区数据集的修订。修订前的数据集基于 Landsat影像和 DMSP-OLS数据，采用归一化城市综合

指数（normalized urban areas composite index,NUACI）提取得到，数据的空间分辨率为 30m，平均总体精度约为 83%。但是，

这套数据在成渝城市群存在明显的漏分和错分现象。因此，基于 Landsat影像，通过目视解译的方式对城市建成区进行了订正，

勾绘出被漏分掉的城市建成区，并剔除了错分的城市建成区。订正后的城市建成区数据与城市人口、GDP和城市建成区面积三项

统计数据显著相关，相关系数均在 0.85(p<0.01）以上。精度验证结果，平均 kappa 系数为 0.70，平均总体精度为 93.59%，平

均漏分误差为 22.13%，平均误分误差为 27.78%
[20]
。地理辅助数据主要包括成渝城市群和县级行政边界数据，前者来自 2016 年

国家发改委和住建部印发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后者来源于中国国家测绘中心发布的中国 1∶400 万县级行政边界矢量数

据（http://ngcc.sbsm.gov.cn/）。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位序钟的定量指标方法，分别在城市群和不同规模城市两个尺度上分析改革开放 40年来成渝城市群的城市位序

—规模动态特征。 

 

图 1成渝城市群城市分布 

2.1绘制位序钟 

城市位序钟方法能够定量和直观地表现城市体系内各个城市的位序随时间的变化[1]。首先，需要绘制成渝城市群的城市位序

钟。根据 Michael Batty 提出的城市位序钟方法[1,5]，位序钟分析首先需绘制位序钟面，把城市的位序用等间隔的若干同心圆来

表示，由位序为 1（最高位序）的同心圆开始，向外依次等间隔递减位序，直至设定的最低位序（最外层同心圆）。其次，分割

位序钟面。依据研究的时间跨度，将位序钟面均匀划分为等面积的扇形截面，这些扇形截面代表的就是城市位序演变的分段时

间跨度。最后，绘制每个城市的位序变化轨迹线，即一条表示位序随时间变化在钟面变化的螺旋线。若某城市的位序轨迹是从

钟面中心向边缘移动，则该城市在位序排行中的地位逐渐降低，城市影响力逐渐减弱。反之，则该城市在位序排行中的地位逐

渐升高，城市影响力逐渐增强。已邻近位序钟边缘或在最外层同心圆上游弋的城市，可能表征发展缓慢或退化中的城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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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量化城市位序变化特征 

利用位序钟的定量指标方法测算成渝城市群内城市个体的位序变化量。位序变化量（annual rank shift,Rs）表示城市位序

整体上是上升还是下降趋势，位序变化绝对量（annual absolute rank shift,Ras）表示一个城市体系中城市位序变动的整体波

动强度[15]，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i表示某一城市；n表示城市总体数量，某一 t-1时刻位序为 Ri,t-1的城市，在 t时刻其位序变为 Ri,t。 

本研究将城市位序—规模动态特征总体上分为上升、下降、稳定和波动四类。首先，利用年均城市位序变化绝对量指标 Ras，

将城市位序变化界定为稳定和波动两类。当 Ras>0 时，城市位序波动，当 Ras=0 时，城市位序稳定。其次，利用年均城市位序变

化量指标 Rs，将城市位序变化分为上升和下降两类。当 Rs<0时，城市位序上升，当 Rs>0时，城市位序下降。 

3 研究结果 

3.1城市群城市位序变化整体特征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成渝城市群的城市位序波动较大，总体上呈波动递减趋势（表 1，图 3b）。1980—2015 年，城市群城市

年均位序变化绝对量 Ras为 19.7，意味着平均每个城市的位序发生了 19.7 位的波动。分时段看，1980—1990 年城市位序波动最

大，年均 Ras为 17.5，而 2010—2015 年城市位序波动最小，其年均 Ras为 4.9。位序钟面的结果也显示了城市位序的波动，城市

位序轨迹线呈现众多交叉点（图 2a）。成渝城市群 109座城市中，位序上升的有 44座，下降的 62座，不变的 3座。重庆、成都

和绵阳 3 座城市的位序稳定，其位序轨迹线在位序钟面呈同心圆状的旋转变化。龙泉驿、云阳和双流等 16 座位序上升超过 30

位的城市位序轨迹线逐渐由位序钟边缘向内层推进，而叙永、梁平和长宁等 14 座位序下降超过 30 位的城市位序轨迹线则逐渐

向位序钟边缘扩散。 

3.2不同规模城市的位序动态 

特大城市位序稳定（图 2b、图 3a）。1980—2015年，重庆和成都两座特大城市的位序不变，其年均城市位序变化绝对量 Ras

为 0。分时段看，在 1980—1990 和 2010—2015 年两个时段，特大城市的位序也没有变化，其年均 Ras也为 0（表 1）。在总体位

序稳定不变的背景下，两座特大城市的位序在部分时段也发生过易位。具体地，在 1980 和 1990 年，重庆始终是成渝城市群首

位城市，成都位居第二。到 2000 年，成都一跃成为首位城市。但到 2010 年，重庆超越成都再次成为首位城市，并一直保持到

了现在。这种易位体现在位序的波动性上，两座特大城市在 1990—2000和 2000—2010年两个时段年均 Ras为 1，其余时段为 0，

表现出平缓的曲线变化（图 3b）。 

表 1成渝城市群 1980—2015年城市位序变化 

时间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城市群 

Rs Ras Rs Ra Rs Ras Rs Ra Rs 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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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15 0 0 1.8 9.8 -14.9 21.9 3.8 20.7 0 19.7 

1980—1990 0 0 1.6 10.6 -7.8 18.1 2.4 18.5 0 17.5 

1990—2000 0 1 -1.0 5.0 -3.4 7.4 0.8 7.5 0 7.1 

2000—2010 0 1 1.5 3.5 -4.1 7.1 0.6 8.0 0 7.4 

2010—2015 0 0 -0.4 2.1 0.4 2.5 -0.04 5.7 0 4.9 

 

 

图 2成渝城市群 1980—2015年位序钟 

大城市位序下降（图 2b、图 3a）。1980—2015年，成渝城市群 8座大城市的平均位序下降了 1.8位（表 1）。在这期间，年

均位序变化量 Rs大于 0的有泸州等 6座城市，其平均位序下降了 7.7位。其中下降最多的是达州，下降了 17位。在 1980—1990

年这一时段，大城市位序下降最多，平均下降了 1.6位。从位序的波动性来看，大城市近似 L型波动，在 1980—1990年这一时

段波动性最大，年均 Ras为 10.6（图 3b）。 

中等城市位序上升（图 2c、图 3a）。改革开放 40年来，15座中等城市的平均位序上升了 14.9位（表 1）。在中等城市内部，

龙泉驿、涪陵和乐山等 9 座城市的年均位序变化量 Rs小于 0，平均位序上升了 31位。其中上升最多的前三位依次是龙泉驿、郫

都和新都，分别上升了 67、50和 36位。在 1980—1990年，中等城市位序上升最多，平均上升了 7.8位。同时，中等城市的位

序波动是四类城市中最大的。1980—2015 年，中等城市年均 Ras为 21.9，高于小城市的 20.7和大城市的 9.8，分别高出 5.8%和

123%。中等城市的位序呈波动下降趋势，波幅最大的时段也在 1980—1990年，其年均 Ras为 18.1（图 3b）。 

小城市位序下降（图 2d、图 3a）。近 40年来，84座小城市的位序下降，其年均位序变化量 Rs为 3.8（表 1）。位序下降超过

30位的 14座小城市是长宁、开江和叙永等，平均下降了 41位。下降最快的叙永从 1980年的第 34位降到了 2015年的第 102位，

下降 68 位。1980—1990 年是小城市位序下降最多的时段，平均下降了 2.4位。其中下降最快的开江县降 51 位。小城市的位序

也呈波动下降趋势，1980—1990年波幅最大，年均 Ras为 20.7（图 3b）。 

纵向上看，大中小城市的年均位序变化绝对量均呈下降趋势（图 3b）。从改革开放后到新世纪初，大中小城市的位序变化放

缓，即 1980—1990年这 10年的年均 Ras远高于 1990—2000年这 10年，其后总体上趋于平缓下降（表 1）。一方面，一些中小城

市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经济发展快速，引起城市位序相对大幅升降。如龙泉驿和开江的升降幅度最大，分别上升和下降了 63

和 51 位。另一方面，新世纪初，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政策效应不如 1980 年代初明显
[21]
。这一时期，城市位序变化最大

的涪陵和芦山分别升降 43和 22位，远低于 80年代的龙泉驿和开江的位序变化。2010年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外

延式发展模式和城市土地财政难以为继[22]，更兼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大力推进，成渝城市群城市位序变化渐趋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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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成渝城市群城市位序变化 

4 成渝城市群城市位序变化的原因 

城市土地扩展和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是一个复杂系统，存在政策、社会经济和土地的多向反馈过程[23-25]。为此，本文进一

步讨论社会经济、政策和其它因素对成渝城市群城市位序变化的作用。 

4.1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 

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是造成不同规模城市位序变化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表 2）。本研究发现，成渝城市群特大城市的“虹

吸”效应仍然显著，而“涓滴”效应不明显。一方面，由于重庆和成都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就业空间的优势，城市群内外

大部分的人口和资源要素流向中心城市，城市群尚处于“虹吸”效应主导的集聚型城市化阶段。重庆和成都占整个城市群流入

人口的 45%,GDP比重约占整个城市群的 60%[26]。同时，成渝两座特大城市的社会经济增长远高于绵阳和万州等 8座大城市，两者

差距不断拉大。特大城市与大城市平均城市人口和 GDP的比值由 1990年的 7.6和 5.4，扩大到 2015年的 8.7和 9.4。在社会经

济发展差异下，特大城市的建成区面积与大城市差距进一步拉大。另一方面，重庆和成都的“涓滴”效应不明显。1980—2015

年，重庆和成都周边的 8 座大城市有 7 座位序下降。其中达州的位序最大下降了 17 位。在 2010 年后，重庆和成都初步显现出

“涓滴”效应，其周边 8座大城市的平均位序上升 0.4位。未来，城市群规划要在国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背景下，

大力增强绵阳、南充和万州等大城市的桥梁能力，向上承接特大城市产业转移，向下辐射带动中小城市发展。 

4.2政策因素 

政策对不同规模城市的位序变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表 2）。四川的强省会战略和重庆的直辖使得特大城市的规模聚集效应

越来越强，造成中心城市“一城独大”，强化了特大城市位序—规模的稳定性[12,27]。同时，2000 年以来国家和地方又实施了一

系列积极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政策。2014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

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2011年的《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提出要“做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壮大重点城镇”。《四川省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要“积极发展中小城市”。这些政策对地处城市群平原及浅丘地带的龙泉驿、涪陵和

乐山等 53座中小城市的影响较大，其城市建成区规模上升，推动 15座中等城市的平均位序上升了 14.9位。其中上升最多的三

座中等城市是龙泉驿、郫都和新都，各上升 67、50和 36位。但在城市群东北部和西南部的偏远地区，这些政策的效应不明显，

仍有内江和宣汉等 56座中小城市位序下降（图 4）。 

4.3其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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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以及区位条件的限制，是部分区域城市位序下降的主要原因。本研究发现，达州、万州、自贡、宜宾和泸州 5 座

大城市的位序下降，同时周边的中小城市位序明显下降，形成集中连片的城市位序下降区（图 4）。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首先，这些地区的大城市产业结构主要依赖传统第二产业，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占比多。2015 年，这些大城市的主导产

业仍旧是传统的第二产业，而这种产业类型已逐渐被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代表的新型第二产业所取代，导致大城市的就业岗位和

城市规模扩展的动力不足[26]。进一步，从就业水平结构来看，宜宾第一产业就业占 37%，远高于第二、三产业就业占比。达州和

南充也存在类似情况。 

表 2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差异对不同规模城市的影响 

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 城市发展政策 

特大城市 

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城市规模在特大城市集聚。1990

年，特大城市与城市群平均城市人口和 GDP的比值分别为

16.3和 10.9,到 2015年，两个比值约为 19。 

四川长期实行的强省会战略和 1997年重庆直辖加快了

特大城市的扩展速度，强化了规模聚集效应，进一步拉

大了与大城市的规模差距。 

大城市 

社会经济增长较慢造成与特大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特大

城市与大城市城市人口和 GDP的比值由 1990年的 7.6和

5.4，扩大到 2015年的 8.7和 9.4。 

1980年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

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提出“严格控制

大城市规模”。国家实施“控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28-29]。 

中小城市 

社会经济增长是城市群中最低的。1990年，中等城市的平

均城市人口和 GDP仅为特大城市的 7.7%和 13.2%，小城市

仅为 3.0%和 6.0%。发展到 2015年，中等城市的这两个比

值约为 7.7%，小城市均为 2.8%。 

2000年以来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政策对平原和浅丘地

带的 53座中小城市影响较大，其城市建成区面积上升，

中等城市位序上升。但在城市群东北部和西南部偏远地

区，政策效应不明显，仍有 56座中小城市位序下降。 

 

注：城镇常住人口、GDP数据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1991、2001、2016）和同期《中国县域统计年鉴》。 

 

图 4 1980—2015年不同规模城市的位序变化空间分布 

其次，这些集中连片下降区内大城市和小城市的产业结构趋同，互补性差。在这些位序下降的大城市周边，中小城市产业

结构绝大部分也为“二三一”甚至“一二三”模式，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严重。从就业看，绝大部分这些小城市第一产业就业

占比在 40%以上，如洪雅（62.30%）、高县（53%）和宣汉（44%）。相邻的大城市农村人口所占比重均在 50%以上。这些城市的产

业结构趋同，尚未形成产业承接和互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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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地理区位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差。在成渝城市群边缘地区，由于地势海拔较高，地形条件复杂，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

交通可达性差，大中小城市的位序普遍下降。如城市群东北部的大竹、梁平和宣汉等小城市位于大巴山南麓，川、渝、鄂、陕

结合部，位序分别下降了 49、40 和 35 位。城市群西南部的叙永、资中和犍为等小城市均位于小凉山山区、四川盆地与云贵高

原交界，位序也分别下降了 68、45 和 41 位（图 4）。这些区域的地形、地势均不利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空间有限，人口

外流现象长期存在，城市位序规模持续下降，形成集中连片的城市位序下降区。未来，这些中小城市要抓住成都—南充—达州

—万州高铁建设、长江经济带和西南入海大通道建设的机遇，充分利用区域交通走廊的轴线延伸带动作用[9]，克服区位交通劣势

和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实现产业转型。 

4.4未来展望 

本研究采用位序钟方法，揭示了成渝城市群改革开放 40年来每个城市的位序—规模演变特征，为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协调发

展提供了依据。但依然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提取 1980—2015年城市建成区数据时，假设上一期城市建成区面积在后一期不

会消失，即假设城市没有收缩。而实际上，城市建成区可能存在局部收缩[28]。值得指出的是，需要辩证地看待城市位序和规模

的下降。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化是建立在激励增长的顶层设计下，主要关注城市的增长和扩张[29]。但是，通过“精明增长”

提高城市建成区的用地效率，可以有效减轻城市无序蔓延的生态环境影响
[30-31]

。因此，需要同时关注规模和位序下降的城市，引

导实现“精明增长”和“适当收缩”。 

此外，订正得到的城市建成区数据虽然近 40年，时间跨度较长，但年份较少，只有 1980、1990、2000、2010和 2015年五

期数据，数据比较“稀疏”。同时，本文侧重于从不同规模类型城市角度分析，没有从时间趋势上进行深入分析。未来，在继

续发掘利用序列更完整的城市建成区数据的同时，将结合人口、经济和交通等数据，对城市群的城市位序—规模动态做更全面

和深入的研究。 

5 结论 

位序钟为深入理解成渝城市群的城市位序—规模动态提供了新的手段和视角。改革开放 40年来，成渝城市群的城市位序波

动较大，城市平均位序变化量为 20位。在城市群内部，特大城市位序稳定，大城市位序下降，中等城市位序上升，小城市位序

下降，其年均城市位序变化量分别为 0、1.8、-14.9和 3.8位/个。 

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政策和区位特征等是不同规模城市位序变化的重要原因。特大城市的“虹吸”效应拉大了其与大城市

间的规模差距，导致特大城市位序稳定，大城市位序下降。2000 年以来鼓励中小城市发展的政策促进了中等城市的位序上升。

但受自然区位和基础设施等影响，小城市位序整体下降。 

成渝城市群大城市的辐射拉动作用仍需加强。未来，应着重培育绵阳、南充、泸州和万州等大城市，向上承接特大城市的

扩散转移，向下辐射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小城市应积极与其周边的大城市对接，发挥其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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